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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玉华 （１９６５—），女，云南昭通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西南边疆史地研究。

编者语：本期共刊发２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云南、广西。关于对郑天挺先生进行研究的论文已有很
多，但是从边疆史地的视阈对郑天挺先生的研究却非常少见。马玉华教授的这篇文章视角独到，较为详细

地梳理了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关注和研究西南边疆史地以及云南地方史的相关情况。刘超建博士擅

长研究近代中国边疆史，他的这篇论文选题也很新颖，较为深入探讨了民国时期广西迁移省会遇到的两次

纷争，并指出纷争实际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外在表现及其相互制衡的结果。

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马玉华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郑天挺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开始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曾收集、

整理西南边疆史地和云南地方史资料，并到大理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相关论文，其学术研究多有创获。

因为各种原因，他的一些研究计划未能全部完成。尽管郑天挺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中国明清史，但他为西

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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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挺 （１８９９—１９８１年），中国著名历史学

家、教育家。１９３３年任北京大学秘书长，１９３７年

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１９３８年到昆明，任北京

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１９３９年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１９４０年至

１９４６年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

对郑天挺先生的介绍和研究，已有 《郑天挺纪

念论文集》［１］ 《郑天挺学记》［２］ 《郑天挺先生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３］ 《郑天挺先生学行录》［４］等论著出

版，就他 “崇高的品德、史学成就及其对北大及联

大行政方面的贡献”［５］，多有叙及。研究性的论文

除在上述 《郑天挺纪念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外，

主要有：杨志玖、冯尔康的 《＜探微集＞述略》［６］、

吴雯的 《郑天挺史学成就述略》［７］、林存阳的 《史



料·个案·宏通———郑天挺先生研治清史的启

示》［８］、孙卫国的 《郑天挺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

究》［９］、段晓亮的 《郑天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１０］

《郑天挺隋唐史研究的成就与特色》［１１］等。另，关注

郑天挺与西南联大的论文有：杨绍军的 《郑天挺先

生在西南联大》［１２］等。近得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

记》，发现有郑天挺先生在滇期间关注和研究西南边

疆史地的诸多史料，而他本人及他领导下的北京大

学文科研究所在西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

成果，使我们对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的认识前

进了一步。故整理成文，就教方家。

一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身处国难之

际，心志坚定，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反映了学者们学术救国的热情。郑天挺先生说：“在

抗战时期，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

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

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国家。”［１３］北大、清华、

南开三校的教师，在入滇前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

到昆明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

资源、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同时，为了支持抗战，服务地方社会，西南联大的

教授们开始关注西南的历史文化、民族、语言、地

理、地质、矿产、经济、社会、宗教、习俗等。又

由于地方史料相对容易获得，许多学者结合自己的

专业，将西南边疆史地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这就是郑天挺先生关注西南边疆史地的背景。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载，在长沙时的１９３８
年１月２１日下午，郑天挺和张怡荪、罗常培、魏建
功、章廷谦 （矛尘）、罗庸 （膺中）等六人聚会，

谈到他即将前往昆明，老友张怡荪 “劝余留意南诏

史料，余方治隋唐史，闻之欣然。”他在宴席上便

“默拟一目，世系第一，疆域第二，礼俗第三，语文

第四，典制第五，传记第六，名曰 《南诏书》”［１４］８。

因为他治隋唐史，对于南诏地方政权自然感兴趣，

这即是郑先生关注西南边疆史地的开始。

１９３８年２月，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决定南迁昆明。
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郑天挺先生则

是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２月１５日，郑先生一行十
几人从长沙乘汽车南下。３月１日，他们到达昆明。
两天后的３月３日，郑天挺先生便在昆明位于三棵树
的书肆中 “以国币三元购 《南诏碑》《南诏野史》各

一。”［１４］３３为了解昆明的历史文化，此后几天的日记

中，均有郑先生阅读 《昆明县志》的记载，他称赞

《昆明县志》“其引用书凡七十二种”［１４］３６－３９，并辑录

出来。在郑先生补写的 “入滇记”中，就引了戴?

孙①修的 《昆明县志》中有关昆明城垣的记载。他在

３月９日的日记中说：“自离长沙每日以所见记之手
册，稍闲笔入此册，今日始补写竣事，得暇当参之志

乘，加以润色，成 《入滇记》。”［１４］３５可见，郑天挺先

生一到昆明，就开始阅读地方史志，在其所写的 《入

滇记》中即参考了地方志乘。

在昆明，郑天挺先生积极收集西南边疆史地的

资料，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２日，郑先生与罗常培到秦
缜略家探访，见其案上的 “《云南乡贤事略》一册，

有异 牟 寻、高 升 泰、段 实、兰 茂、慈 善 诸 人

传”［１４］３７，对其征引之书的 《滇南诗略》《滇南耆旧

传》《滇南碑传集》《通番事绩碑记》等过去未知的

资料，均一一详细记录。后数日又前往昆华图书馆，

“意在购 《云南丛书》”，在售书处选购了 《滇海虞

衡志》《云南备征录》《南诏野史》三种［１４］４０。

此后，只要是与云南历史，以及西南边疆有关

的资料，郑先生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１９３８年１２
月３日的日记载，王崇武来谈，说他近日专研明
史，颇有所得，拟作 《明史系年辩证》及 《鞑靼

后纪》，“并谓吴三桂刊有 《开疆疏钞》一书，吴

败禁毁，世间罕睹，近惟省政府某秘书有之

矣。”［１４］１１２１９３９年，郑先生偶检李根源 （字印泉）

先生 《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卷二五十二叶 （页）

有 《圆通寺观音阁碑记》，题崇祯二十年，大奇

之。”［１４］１３８下午便专门前往昆明圆通公园，“意在访

碑，竟不得其处。”［１４］１３８又 １９４２年 ５月 ２４日，在
华山西路 “于书摊见 《王伯举先生集》。伯举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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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写成戴炯孙，应为戴?孙。戴?孙，字筠帆，云南昆明人。清嘉庆已卯年 （１８１９年）举人，
道光已丑年 （１８２９年）进士，历官浙江、贵州等地监察御史。道光丁酉年 （１８３７年），他开始修纂 《昆明县志》，书成于道
光辛丑年 （１８４１年）。《昆明县志》有十卷，十八目，光绪辛丑年 （１９０１年）始付梓。



翰，明万历进士，吏科给事中，进工科右给事中，

以敢言名，《明史》卷二百三十六有传。伯举云南

宁州人，卒于金陵。宁州今黎县，在开远北，滇越

铁路所经之婆兮①，即其所属也。书为嘉庆庚申家

刻本，题曰 《凝翠集》。应有五册，疏草、尺牍、

文集、诗集、墓志各一卷，今阙墓志。索价五十

元，以三十元得之”［１４］５６０。

到昆明不久，他制定了读书计划，“今略师求

阙斋日课之意，每日读：史书，五叶 （页）至十

叶；杂书，五叶至十叶；习字，一百；史书，先读

两 《唐书》 《通鉴》；杂书，先读 《云南备征志》

《水经注》《苗族调查报告》。”［１４］４５其中 《苗族调查

报告》系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所著，１９３６年由国立
编译局翻译出版。１９３８年５月３日，在蒙自郑天
挺先生将读书日课改定为，“晨：小字一百，大字

五十。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下午：读

传记；《汉书》 《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晚：

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 《南诏书》。”［１４］５７

此后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了郑天挺先生阅读西

南边疆史地书籍的情况，现大致整理如表１。

表１　郑天挺先生所读有关西南边疆史地书籍统计

书目名称 阅读时间 日记页码

昆明县志 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０日至１４日 第３６－３９页
新唐书·南蛮传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３日至４月１３日 第４２－５１页
云南备征志 １９３８年３月３０日至６月 第４５－７０页
苗族调查报告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７日至４月８日 第４４－４９页
唐书·四裔传 １９３８年６月４、９、１０、１１日 第６７、６８页
唐书·吐蕃传 １９３８年６月８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９日 第６８、６００、６０１页等

太平寰宇记·四夷志 １９３８年８月６日 第８２－８３页
西藏译籍五种 １９３８年８月５日 第８３页
旅藏二十年 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１日 第８７－８８页
曲石诗录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５日 第１９２页
呈贡县志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第２０４页

一统志、西藏考、西藏记 １９４０年２月１日 第２４１页
诸蕃志校注 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２、１８日 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云南通志 首次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１日 第３８３、５８４－５８５、５９７、６５０、８６３页等

王伯举先生集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４、２５日 第５６０页
云南通志稿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２、２３、２９日 第５９７、６００页
蛮书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 第６５０页

存斋文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３日 第８５４页
（康熙）大理府志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４日、１９４４年８月９日 第８６９、８９６页等

　　据表１不完全统计，郑先生读过的西南边疆史
地方面的书籍近 ２０种，其中有 《云南备征志》

《云南通志》等这样分量不轻的史志，而对于 《云

南通志》的阅读所费时间较多，并做了大量的摘

录，以备完成 《南诏书》。郑先生为 《南诏书》的

撰写，作了长达８年的准备，而且他的朋友们也为
他收集西南边疆史地的书籍，抄录有关南诏的史

料，如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７日，在蒙自的郑天挺先生得
到了刘钧、买树槐两位 “携来莘田 （罗常培）一

函，并 《苗族调查报告》 《八股文小史》 《云南

省》各一册。”［１４］４４同年４月１９日的日记载： “得
莘田书，谓晤方国瑜近治南诏史，尝取昆华图书馆

所藏抄本 《南诏野史》及 《南诏蒙段记》校勘刻

本 《南诏野史》，并著有 《南诏大事年表》……莘

田又录英人戴维斯 （Ｈ．Ｒ．Ｄａｖｉｅｓ）所著 《云南》

一书关于南诏者一条相示”［１４］５３。在西南联大后期，

郑先生还有纂修 《大理县志》的计划。

西南联大 《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先生为

“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郑先生出任总务长实属

无奈，学术研究多在晚间进行，由于时局动荡，校

０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２月

①《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第５６０页写成 “婆号”，据查此处地名应为 “婆兮”。



务纷扰，他常常感到 “不能作深湛之思”，但从未

放弃阅读、辑录资料，从事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１９３８年６月，他在读隋唐史的 《四裔传》，以及此

前读 《新唐书·吐蕃传》的过程中，提出了疑问，

“疑发羌即西藏土名 Ｂｏｄ之对音，近日思之，觉其
理颇长，因拟参考群书，作为论文。”［１４］６８这就是他

撰写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的文章，研究西南边

疆问题之始。

二

除了收集、阅读史料外，郑天挺先生还注重实

地调查。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至８月２３日，郑先生利
用假期赴大理考察，往返共３４天。

大理考察的缘由：一是郑先生一直有撰写 《南

诏书》的想法，阅读了许多的史籍、云南史志，辑

录大量的资料。大理是历史上南诏统治的中心，有

必要到大理进行实地考察。二是大理地方人士时常

访问郑天挺先生，多次与他讨论关于大理修志之事。

收集地方史料，汇集成志书，这是郑先生的宿愿与

学术兴趣所在。他们的考察是受大理县志编纂会之

邀请，所以 “此次往大理，往返三十四日，食宿车

脚均由地方人士供给。”［１５］９１８－９１９三是此次考察的领

队是罗常培先生。罗先生与他既是同学，也是多年

的好友，兴趣相投，患难与共。郑天挺先生平时事

务繁忙，罗先生多次动员他出去走走，这一次郑先

生同意前往。四是大理喜州是张耀曾①先生的祖籍。

张耀曾、张辉曾是郑天挺先生的表兄，郑天挺兄弟

二人在父母双亡后曾寄居在张家，张耀曾、张辉曾

在郑天挺的成长过程中影响巨大，大理对于郑先生

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到大理调查，不仅可以实地考

察收集资料，也可以看看张耀曾的祖居之地及张公

祠 （即张家祠堂），拜访在大理和喜洲的张氏亲友，

包括张耀曾的堂兄、表叔等。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郑天挺先生与罗常培、德
籍教师米山、铁仙 （孙云铸）、马晋三、沈嘉瑞

（负责动物）、郑万钧 （负责森林）、冯景兰 （负责

地质）、李宪之 （负责气象）、周定一 （负责语

言）、李俊昌 （负责历史）、王年芳女 （负责语

言）、赵儒林 （负责森林）、傅愫斐女 （负责社

会）、及泽繤等 １５人［１５］８６１－８６２离开昆明，经安宁、

禄丰、楚雄、云南驿、下关等地到达大理，开始为

期一个月的调查。

郑先生他们一到大理，先拜访县长张耀宇等

人。［１５］８６４此后的日记多处提及拜访张氏亲友的情

况，如８月６日，他参观了张公祠，“张公祠即

西大哥家祠，北屋三楹为祠，中祀元云南通海古桥

州知州始祖张公讳建成暨历代昭穆宗亲灵位，左右

列宗系图。”［１５］８８８根据张公祠世系，可知张耀曾兄

弟为张家第二十六代。８月 ９日，郑先生在喜洲

“往晤张效曾 （法臣）、慕曾 （范臣）二老，均

西大哥之堂兄”。［１５］８９５

考察人员按照不同的学科分为八组，郑天挺先

生与徐梦麟 （嘉瑞）、游国恩 （泽承）、周定一、

田汝康、吴乾就、王年芳、李俊昌等人分在文史

组，召集人为徐梦麟。［１５］８６３为进一步了解大理历

史，郑先生开始检视明代大理名士李元阳撰修于隆

庆六年 （１５７２年）的 《云南通志》，录下民国时

期龙云所写的序言及目次。［１５］８６３－８６５

在大理期间，郑先生或读旧志，或游山访古，

对于历史遗迹非常重视。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他与

徐梦麟、游国恩谈文史采访标准：艺文于旧志外，

兼采唐以后总集，及杨升庵、李中溪三数人别集，

尤注意新拓碑志；古迹多调查，略者详之，阙者补

之，误者正之，名实不同者引伸之；人物著作，应

有尽有。而且特别强调有三个重点：“一、全拓县

中碑碣，明以后者录目择拓；二、调查全县本主；

三、注意阿吒力僧与朵兮薄道。”［１５］８７４

郑先生与其同人在大理考察取得了诸多成果，

大致总结如下：

（一）获得了许多珍贵史料，如搜集到杨玉科

写于清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年）的 《自叙》抄本，

１２第１期　　　　　　　　　　　马玉华：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①张耀曾 （１８８５—１９３８年），字西 （亦字蓉溪、蓉西、庸希），云南大理喜洲镇人，白族。其父亲与祖父均为清

代进士，故其从小生长于书香门第之家。张耀曾虽然出生于北京，但因其家族为大理的望族，故祖籍在大理喜洲，他本

人亦对云南有深厚的感情。张耀曾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法律学家、政治活动家，民初为议员，

曾三次出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司法总长、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等职。并尝取中国法律条文翻译为
英法文，最为国际所称道。



他的幕僚所撰 《从军滇黔始末情形简明节略》

等；［１５］８７２抄录了 《南诏德化碑》 《宝莲殿记》 《三

灵庙记》 《蝴蝶泉记》，［１５］８７８－８７９，８８８，８９０，８９４－８９５以及段

氏家族世系表［１５］９００等。

（二）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对于全县的碑碣

进行拓片。参观三塔寺 （古崇圣寺）、中和寺和弘

圣寺等，［１５］８６６，８７１，８８１看了 《元世祖平云南碑》《南诏

德化碑》等许多文物；［１５］８７０，８７８并请当地人拓道光二

十一年 （１８４１年）正月所立的 《重修大我士寺碑

记》《大观堂修造记》以及一些墓志等。［１５］８７５，８８１

（三）调查全县的本主庙。大理普遍存在本主崇

拜，甚至一个村有多个本主庙。日记载：太和村有三

个本主庙：一为张状元塑坐像，手执书，甚清秀，戴

软巾，传为明代人，今称 “七堂大神庙”；一为供奉

段某甲胄持剑像；一为龙王着黄袍王冠。皆三楹，本

主居中，其左则祀土主，蓝面六臂，手各执一物，俗

称伽蓝神。“本主各庙不同，而土主则一，亦地方之

特俗。”［１５］８７９又如喜洲也有三座本主庙：“一为四上街

之妙元祠；一为中央祠，一为九堂神祠。九堂又称祈

雨坛，传祈雨九神皆降，忽尔鸡鸣，不能复升，遂祀

为本主，所谓中央皇帝、三灵皇帝并在九神之内，石

坪圩、城北、七舍、大界门诸村人均祀九堂本主。中

央皇帝为段宗榜，四月十五日生日，上洪坪等七村之

人共祀之。”［１５］８９６这又反映了多个村子之人共同祭祀一

个本主的现象。类似的本主调查记录在郑先生的日记

中有详细记载，对于研究大理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民俗

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在榆期间，郑先生还收集和研读了当地一些大

族的家谱和族谱。根据日记，一个月中他阅读的家

谱、族谱统计如表２［１５］８８５－９１４。

表２　郑天挺先生在大理所读家谱、族谱统计

家谱、族谱名称 阅读时间 日记页码

大理史城董氏家谱 １９４４年８月４、９、１０日 第８８５、８９７页
段氏家谱 １９４４年８月９、１１、１８日 第８９７、８９９、９１４页
谭氏家谱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１日 第８９９、９０１页

尹氏族谱（抄本）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１、１２日 第９０１－９０２页
太和史城杨氏族谱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２日 第９０３页
世德堂张氏家谱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２日 第９０４－９０５页
杨氏族谱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２日 第９０５页

大理史城杨氏族谱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２日 第９０５－９０７页
太和喜洲杜氏谱

（抄本）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４日 第９０９页

　　历史上，大理一郡，高、段、杨、赵四姓比较
多。表２显示，郑天挺先生读过的有段氏、杨氏、
董氏、谭氏、尹氏、张氏、杜氏等大家族的族谱，

他们分居在大理城和喜洲等地。关于 《段氏家谱》，

有正德十五年 （１５２０年）其六世孙段德贤所写的
序，谓 “滇南太和我段氏者，其来旧矣。我始祖莲

胜公遭元末兵燹而谱遂亡焉，传至德贤已六世矣”。

该谱称是 “‘大理国段思平之裔’，未尝记之中原，

胜于诸家之谱。”［１５］８９９因其没有攀附金陵之风。

《世德堂张氏家谱》为民国二十五年 （１９３６年）
张昌所修，稿本，凡上、中、下三卷。在姓氏因由

考中说：吾族始姓段，“旧谱云先祖讳保公者段姓，

荫父祖功爵，掌云南蛮兵，西破吐蕃，南阻梁王，

伐木邦野夷，建立不次之功。顺帝元统元年 （１３３３
年），抚边论功，赐袭贵职，并赐姓曰张，名曰忠

……即授为云南路都统，赏御威虎，加佩金紫，父

祖同封，子孙荣袭。”［１５］９０４该张姓祖上姓段，元代因

功赐姓张，明万历年间第十世张灿始迁居喜洲，故

郑先生考证 “此张氏与西大哥非同宗也。”［１５］９０５

在大理，杨为大姓，然杨氏同姓其实不同族。

如 《太和史城杨氏族谱》为清光绪年间的举人、

杨家第十三世杨纯珍所修，凡八卷。“杨氏案碑志

为喜睑巨族，”《绍霆公墓志》云：“原籍江南江宁

府上元县，为宋将杨由义之后，七传入滇，卜居喜

洲。”［１５］９０３而 《大理史城杨氏族谱》是民国二十一

年 （１９３２年）杨氏第二十一世孙杨文昭所修。
“与前谱非一族，此喜洲北村四甲杨氏也。”［１５］９０５其

始祖叫杨善，“字吉甫，原籍江南松江府引州朱家

屯。元末游宦滇南，为段氏布燮官”。［１５］９０６但郑先

生根据四甲杨氏的历代墓碑，发现在清代以前，墓

志铭只叙及始祖杨善任段氏布燮官，不言来自江

南，原籍江南松江府是后来修谱时的攀附。另外的

一份 《杨氏族谱》是定居喜洲城北里大贯膋的杨

氏，称 “世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始祖药师讳正

公，来游云南，喜大理山水灵秀，卜居焉。”［１５］９０５

显然，这三家虽然都姓杨，却不同宗。而且他们的

族谱均称祖籍江南，是后来修谱时的攀附。

在实地调查和研读家谱、族谱的过程中，郑先

生对于迤西地区的民家 （今白族）和民家社会提

出了如下看法。他说： “自到迤西，得读诸家族

谱，颇有愚妄之推测：一、纯粹之民家为汉化最早

２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２月



之土著民族，其姓氏如哀牢九姓之属，乃汉化后所

加。二、同姓者未必同族，故同姓多相婚嫁，乃汉

化更深，或与汉人交往久，嫌其不宜，乃微易其字

以示别，如杨之为扬、阳、羊，张之为章之类；

阳、扬姓甚稀，而世家之族谱诰封中反常见，至于

平民之墓碑，则杨、扬氏之称到处皆是；抑或土著

本俗系女系制度，不禁同族之婚，则待考矣。三、

上门之风甚盛，血系镋頦混淆。四、此间社会传

统，初期盛夸南诏，其后则推朱明；故诸家族谱于

两者均不肯放弃，亦不顾其矛盾；如董氏称始祖南

诏董成自金陵迁滇，其例甚多。”［１５］８８６这些看法比

较中肯，而有见地。

郑天挺先生的大理之行获得了大量实地调查的

材料，为他的边疆史地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对于

接受中国传统治学训练的郑先生来说，利用这些实

地调查资料，来对传统志书进行有益的补正，使其

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对于这次考

察，郑先生后来曾说：大理之行，“收获甚丰”［１６］。

三

西南联大的八年，郑天挺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多

有创获，如发表了 《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载 《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一分册，

１９３９年）、《〈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
（载 《国学季刊》六卷四号）、《〈隋书·西域传〉

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 （载 《国学季刊》六卷四

号）、《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皇室

之氏族与血系》等论文，还撰写了 《清代包衣制

度与宦官》《清史语解》等。１９４６年初，郑先生将
自己十数年来研究的论文 １２篇汇为专集，题名
《清史探微》在重庆出版。其中 《发羌之地望与对

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

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文，利用

音韵学的方法和知识，研究藏族及其邻国不丹的历

史，获知发羌居地与吐蕃旧居相当，而附国之

“附”字是后汉发羌 “发”字的转音。他从 《附国

传》所载的该地风土人情与康藏地区加以比证，

得出它们近似的结论，说明附国确属藏地，其名取

于 “Ｂｏｄ”之对音。而 “薄缘”从地望与对音考

之，即西藏南界的山国不丹。［１７］２３３这有力地说明了

发羌是藏族的祖先，藏族在隋唐时期就同中央政权

发生密切关系，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对薄

缘的了解，不仅有助于对西南边境的考察，更是对

中国与不丹两国关系史的开创性研究。［７］这是郑先

生研究西南边疆史地的最重要成果。

联大时期，郑先生把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

史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为之做了大量工作。

郑先生将往云南时，即有就地取材，研究南诏史的

设想。甫一入滇，他就购买、借阅云南地方史志资

料，阅读、辑录有关史料，为撰写 《南诏书》做准

备。在西南联大后期，还有纂修 《大理县志》的计

划，如１９４５年７月的日记载： “检方志，为撰写

《大理县志》拟目”［１５］１０６４，“更诣马晋三，谈 《大理

县志》例目”［１５］１０７１。遗憾的是这两部著作未见问世。

此外，在郑先生日记中，还提到他已写或准备

撰写的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论文，现辑录如表３。

表３　郑天挺先生已撰或拟写关于西南边疆史地的论文情况

论文名称 日记提到时间 日记页码 备注

南诏疆域试探 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６日 第６１页 为北大４０周年纪念

明清两代滇

黔之发达
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６、２８日 第５８５－５８６页 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

训练团做演讲

历史上入滇通道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日、１６日、１９日、
２０日；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３日、３１日等

第６１４、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１、
６４９、６５７、７０４页

１９４３年３月，发表在
《旅行杂志》第１７卷第３期

关于夷民译名问题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２日 第６２１页
关于西藏名称问题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９日、３１日 第６９２、６９４－７０３页 辑成 《西藏名称之由来》长篇

中国民族之拓展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２日 第８８０－８８１页 在大理为干部训练团讲演

大理见闻 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７、１８日 第９２８、９２９页 在 “十一学会”讲演

明代之云南 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９日 第９８５页 在昆明讲演，为文化运动

委员会学术演讲的第六讲

３２第１期　　　　　　　　　　　马玉华：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



　　其中 《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一文，写于

１９４２年７月，为云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做演
讲。先拟题目为 《明清两代滇黔之开拓》，后改为

《明清两代滇黔之发达》。文章分为叙论、区域之

分合、人口、土田、交通、矿产、盐、科举、改土

归流、结论十部分。认为：“滇黔之发达在明清较

前代为胜，明清滇黔之发达较之他省有过

之”［１４］５８６。郑先生在大理三塔寺曾为干部训练团作

《中国民族之拓展》的讲演，讲演分四个部分：

“一、中国之移民；二、中西移民之不同；三、展

拓的三方面；四、中国民族拓展的精神与贡

献。”［１５］８８１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８日，受何炳棣、丁则良、
王逊主持的 “十一学会”之邀，郑先生就大理考

察情况，讲 《大理见闻》，介绍大理的民家、大理

古史、宗教、氏族、婚姻等问题，讲后有热烈的讨

论。［１５］９２９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又为云南文化界作
《明代之云南》，分绪论、范围、行政、形势、人

口、土田、财富、交通、文化、结论十节。［１５］９８４第

二天，云南报纸载： “文化运动委员会学术演讲，

昨日举行第六讲，由联大教授郑天挺先生演讲

‘明代的云南’。由洪武十五年 （１３８２年）傅友
德、蓝玉、沐英入滇，至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年）
吴三桂入滇，二百余年间云南之政治制度、地理环

境及交通、经济、文化等问题，均有精辟之分析。

并谓云 （南）政治进步、文化发达及经济之负担，

绝不弱于他省。”［１５］９８５可惜，上述的几篇演讲稿均

已散佚。而 《历史上入滇通道》一文，“历数自战

国至明清从内地到云南的水陆通道及其变迁，简明

精确。”［１８］该文是郑天挺先生研究云南地方史的代

表性文章，后收入 《清史探微》［１７］２４６－２５０和 《探微

集》［１９］。

在滇期间，虽然郑天挺先生关注和研究过西南

边疆问题，有许多研究计划，曾收集、阅读、辑录

了大量史料，但却没有能够全部完成，究其原因：

第一，郑天挺先生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主攻

隋唐史、明清史，其学术专长是明清史。他对西南

边疆史地有兴趣，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因缘和合。长

沙临时大学决定迁昆明，这是一个机缘；西南地区

悠久的历史，加上地方史料相对容易获得，是他关

注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

西南联大各校北返后，郑先生因为大女儿新丧，北

大行政事务繁忙等原因，其学术研究在１９５０年以
前几乎停止了。

第二，１９３９年，傅斯年与郑天挺先生有纂写
《明志》的计划，因他讲授明清史，这是他的专业

所在。郑先生１９３９年６、７月的日记，记录了他与
傅斯年共拟的 《明志》二十四目和傅斯年新拟的

《明书三十志》目录。［１４］１６１，１６５－１６７所以，１９３９年郑
先生分出部分精力和时间，来辑录明史方面的资

料。对于此事，他在 《南迁岁月———我的联大八

年》中说：我当时正为同学讲授明清史，涉及明

史有关问题亦多。在闲谈中，傅 （斯年）希纂辑

《明编年》和 《明通典》，我想别撰 《明会要》，

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 《续资治通鉴》续集。过

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个东西，不叫

《明通典》和 《明会要》，而叫 《明书》。遂共同

拟二十四目。后增为三十目。此书原拟五年完成，

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又迁往重庆，无

力组织，计划搁浅。

第三，各种事务的繁忙，无暇兼顾西南边疆史

地的研究。西南联大的八年，郑天挺先生先后承担

了 “教务”（历史教学）、“所务”（北京大学文科

研究所事务）、“总务”（西南联大总务）等诸多事

项。特别是１９４０年２月，郑先生开始担任西南联
大总务长，行政事务日益增多，此职他一直任到

１９４６年三校北返。郑先生既要教学，负责北大文
科研究所的事务，还有行政工作，与同辈教授相

比，他要付出双倍的精力才行，个人的学术研究自

然大受影响。郑先生八十寿辰之时出版的 《探微

集》，在后记中说： “我五十岁以前，忙于生活，

没有认真读书”。五十岁以前，即是他在西南联大

（４０岁至４８岁）的时期。这里 “没有认真读书”，

当然是先生的自谦之词，但也说明行政工作的分心

是事实。郑先生担任总务长后，仍坚持给中文系、

历史系的学生上课，讲授中国史部目录学、隋唐五

代史、明清史等课程。白天忙于各种行政杂务，晚

间还得拼命读书，以备第二天之讲授，１９４１年 １
月２９日的日记载： “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 《明

史》至十二时，目倦神昏，始寝。盖明日须讲述，

不得不详读详考之也。”［１４］３７１其受业弟子王永兴回

忆道：“日间，先生在校办公室处理有关财务人事

诸大端以及教课；夜间，在宿舍楼读书备课研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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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虽非通宵达旦，但深夜不眠乃经常之事。”［２０］

他就是这样 “利用晚间校勘古籍，焚膏继晷进行

学术研究，在文献学、西南边疆史，尤其是明清史

研究领域创获颇丰”［２１］。

第四，西南联大在昆时，郑先生一人在校，长

期住在西南联大的教师宿舍，没有家人陪伴，饮食

不规律，使他的身体常感不适，日记中多处记录了

他腹泻的情况。特别严重的是１９４２年１２月中，他
曾患斑疹伤寒，持续到１９４３年初才痊愈。后来他
总结生病的原因：“平素自负身体强壮，且亦自知

谨慎，不意在此竟有此大病。余自省月余以来饮食

失节，每日午间一时后始出办公室，既不及按时归

食，或就小店零食，或归以馒首佐冷菜冷肉食之，

多寡冷暖无常无序，此积食也。联大总务处事本

杂，更益于事务组，月余来又为讲演事，多翻简

册。余就寝，枕上必读，往往至一时半以后，每晚

睡眠不足六小时，而午睡或能补足或不能补足。自

北大办事处移才盛巷，每周必二三往，往返必三四

小时，此积劳也。余之衣被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

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月初

天气骤寒，日夜仍惟此而已。日间勉可支持，夜眠

多不能酣。此积寒也。”［１４］６４３这种积食、积寒、积

劳的生活，对他的健康不利，尤其是工作的劳累让

他身体受到影响。总之，上述的诸多因素不允许他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中。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我们展示了以他为

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之际，坚持学术研究

的艰难历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出版，不

但有利于西南联大历史的深入研究，而且可望推动

对郑天挺先生的研究。我们在评述郑天挺先生学术

成果时，除了肯定他在明清史方面的成就外，也应

当注意他对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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